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

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海为例

王桂新 武俊奎

提要: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促进农民工尽快融

入城市社会，是建设和谐城市、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如何缩
小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则成为目前面临的巨大困难。本
文以上海为例建立了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社会资本有

助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丰

富越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缩小本地

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同群效应则可以强化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群体

价值判断的趋同性，从而对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双向作用。如同群效应强
化群体共同的偏见，则有扩大二者社会距离的倾向。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 本地居民 社会距离 社会资本 同群效应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告别

赖以生存的土地迁入城市，在城市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
民工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二重身份，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城市
户口，对城市本地居民来说是外地人;他们拥有农业耕地却大多不再依

靠种地为生，相比那些依旧终日耕作的农民来说他们又具有城里人的

一些特点。这些背井离乡进入城市寻找更美好生活的农民工成了城市
中的“边缘群体”。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土地改革不断深化，
城市农民工群体不断增大。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一直
是全国各地外出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区，到 2008 年底上海以农民工为
绝对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已达 642. 27 万人。
主要受“户籍制度”等二元社会体制的制约，我国的城市化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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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中(形式)城市化”或“半城市化”。在这一城市化阶段，农民工迁
入城市只是实现了由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但还没有实现转变为城市居

民的“本质城市化”。这样，在同居一市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人口集
团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这一社会距离体现
了农民工在所居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和他们的市民化、城市化水平(王
桂新等，2008)。“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
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这个意
义上说‘半城市化’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王春光，2001)。城市农民工与
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缩小、融入城市社会才能实现完全城市化。社会距离
的缩小不仅有助于强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性偏好强度，而且有助于改

进互利协调效率以及社会规范的执行，从而提高自愿合作的效率(李英

蕾、夏纪军，2009)。缩小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既能够使流入城
市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完全市民化，又能够提高本地与外地劳动力之间的

合作效率，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使经济增长更有效率。因此，考察和分
析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是缩小社会距离、
提高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及市民化水平的基础和前提，对建设和谐城

市、推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一般可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考

察其市民化程度，看其市民化“达到了什么水平”;二是考察其与城市
居民的社会距离，看其距离市民“还有多大的差距”。王桂新等(2008)
曾根据第一种视角考察了上海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发现 2006 年
上海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 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
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接近 60%。本文将根据第二种视
角，从社会距离角度研究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
社会距离体现的是群体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

的社会交往体现出来的。本文选择从群体同质性和个体异质性角度分
析造成社会距离的因素。群体同质性通过同群效应(peer effect)实现，个
体异质性表现为个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差异。阿克洛夫(Aker-
lof，1997)认为，传统经济学方法论基于个人主义，假设人都理性地追求
个人效用最大化，因此经济学研究方法也可以拓展到研究个人之间的交

往决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接触不仅影响交往双方的价值观和偏好，而
且其行为产生的外部性会影响其他人的交往决策。费斯汀格认为人们
在评价自身行为时，如果缺乏现成的客观标准，一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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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类似的群体进行比较(Festinger，1954)。同一群体成员间相互交往
会影响彼此的决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从众心理使得群体内部成员更

倾向于选择趋近群体内大部分人的选择。这时个人社会决策的效用函
数是 u = － d | 珋x － x | － ax2 + bx + c，个人选择的 x与群体内其他人的选
择珋x差距越大，给个人效用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均衡时群体内部所有成员
都选择，这产生的是同群效应;如果不同群体成员相互交往时，由于群体

之间存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教育、偏见(bias)等差异，个人选择的社会
距离 x往往大于社会最优的社会距离珋x。此时，个人决策的效用函数是 u
= － d(珋x － x) － ax2 + bx + c，个人与另一群体成员交往时选择的社会距
离 x越偏离珋x，带给个人的效用越大，这时产生的是社会距离(Akerlof，
1997)。同群效应具有社会乘数的作用，那么，同群效应的社会乘数机制
是如何传导的? 现有研究还没有考察同群效应对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
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Put-
nam et al.，1993)。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将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度量
(张爽等，2007)，而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的角度解释造成中
国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间社会距离的微观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定性考察社会资本、

同群效应对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间社会距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

向，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距离的 Logit模型:
logit(yi) = β0 + β i(xij) + εij

式中 yi 为社会距离，xij为考察的变量与控制变量。
本文数据来自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2006 年 9 月上海外来农民工

和本地居民社会调查数据，调查对象是 15 岁以上的本地居民和上海市
户籍人口以外的外来农民工。本次调查以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调查
一个人。对本地人调查的有效问卷 667 份，农民工调查的有效问卷
1026 份。上海市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农民工众多的大都市，因此对
上海市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社会距离的调查研究具有代表性。

二、已有研究评述

( 一) 社会距离的内涵

塔尔德(Tarde，1921 /1890)在《模仿法则》中最早使用“社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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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反映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程度。阶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一开
始“社会距离”客观地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差异。此后，社会距离被用来
表征群体偏见、文化差异和群体互动等。齐美尔(Simmel，1964 /1902)
研究现代都市人关系冷淡、交往稀少、感情淡漠的生活状态时，认为社
会距离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屏障，赋予了“社会距离”主观色彩，但是
齐美尔并没有为“社会距离”给出具体定义。在齐美尔看来，社会距离
既有客观的文化、教育、收入等距离，也有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等距
离，既有个体之分也有群体之别。维拉德(Poole，1927)据此将社会距
离细分为主观个体距离、客观个体距离、主观社会距离与客观社会距
离。主观个体距离反映个人对他人的看法、偏见，客观个体距离指的是
个人之间在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差距、主观社会距离表示一个群
体对其他群体的观点和看法，这是群体之间观念差异的来源、客观社会
距离反映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在整体文化、收入等方面的差距。
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对社会距离进行了全面论述和剖析(Park，

1950)。帕克用社会距离衡量群体之间以及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亲密
关系，“亲近程度衡量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他为社会距离给出了
具体定义:“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表现个人和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和
亲密的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帕
克将距离分为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他认为，经济条件、职业和城市生
活的特许权对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产生影响，而且在城市社会中空间

隔离和感情隔离是互相加强的。帕克在前人基础上将无形的社会距离
与有形的空间距离结合起来剖析了社会距离产生原因。
社会距离是用于刻画社会中个人之间情感亲密度、关系紧密度的

抽象概念，反映了基于社会变量或社会网络的相似性或亲近度(Mar-
shall，1998)。本文中的社会距离指的是社会群体之间亲密程度的主观
距离，而不包括帕克分析的空间距离。本文将通过衡量城市本地居民
与农民工两大群体之间交友意愿的差异来考察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

会距离。

( 二) 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

自从塔尔德指出社会距离的客观存在性之后，国外学者不断丰富

和发展社会距离的研究: 齐美尔赋予了社会距离更多主观色彩，维拉

德对社会距离进行了全面分类，帕克将无形距离和有形距离结合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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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距离的根源，博格达斯(Bogardus，1925)设计了社会距离考量表
来测量社会距离。
关于社会距离产生的根源，不同学派有不同看法。较早研究主要

关注社会地位的差异如何导致社会距离。韦伯认为社会地位是导致社
会距离的主要原因，社会地位差距越大的群体之间社会距离越大。支
持这个观点的学者主张从客观存在的无形社会身份、政治地位、受教育
水平等角度解释群体之间相互保持距离甚至相互排斥的现象。这个学
派强调个人自我认同的“优越感”或者“自卑感”使得“物以类聚，人以
群分”，这些因素带来了群体之间交往的壁垒(Bell ＆ Robinson，1980;
Nosanchuk ＆ Erickson，1985; Jasso ＆ Milgrom，2004)。
以帕克为代表的空间阶层学派认为，社会各阶层在地理分布上的

差异导致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距( Flanagan，
1990)。不同学者又对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有的归因于
市场经济( Skora，1999)，也有学者认为是政治力量使然( Topalov，
1989)。这个学派的观点过分强调有形距离对无形距离的作用，很容
易得出通过缩小空间距离能够缩小社会距离的政策结论。
贝农(Beynon，1936)发现经济地位差异导致社会距离。最近的研

究往往将社会距离等同于经济收入不平等，经济收入不平等是导致个

人之间紧张或者敌对关系的主要原因(Hipp，2007;Morenoff et al.，
2001)。很多研究将种族差异包括到社会距离的研究中来，越来越多
的研究甚至将社会距离的测度等同于种族差异的测度(参见 Bogardus，
1947; Jargowsky，1996; Johnson ＆ Marini，1998; Jones，1991; Portes，
1984; Rosenbaum，1992; Verkuyten ＆ Kinket，2000; Warner ＆ Dennis，
1970)。由此，有些学者(Canon ＆ Mathews，1971;Evans ＆ Giles，1986;
Matthews ＆ Westie，1966; Payne et al.，1974; Siegel ＆ Shepherd，1959)
也将社会距离定义为种族差异。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化或者宗教信仰差
异解释社会群体距离状况，认为文化差异造成了一些种族隔离或对立

(Gullahorn ＆ Loomis，1966)。
除了政治地位、经济收入、空间分布的差异会导致群体的社会距

离，埃尔德(Elder，1998)还发现个人所处的年龄阶段也是产生人与人
之间社会距离的主要原因。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同一事件的看法差异
很大，因此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从而产生社会距离。此外，婚姻状
况和孩子数目也是社会距离的重要决定因素(Fischer，1982;Hi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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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in，2009)。其他一些研究认为个人成长的社会环境是影响社会距
离的主要原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甚至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长大

的人可能因为观念、文化的不同产生社会距离(Logan et al.，2002)。
综上所述，影响社会距离的因素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经济地位、种

族差异、年龄阶段、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

( 三) 关于国内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研究

虽然国外学者发展出来的社会距离理论能够合理解释一些社会现象

的共性部分，但具体到中国城市中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这

些理论并不能给出比较恰切合理的解释。针对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
社会距离，中国的许多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首先，客观存在的制度屏障———户籍制度人为割裂了本地居民和

农民工。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制度条件下，外来农民工无
法在政治权益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同

样条件下农民工的报酬也比本地居民少(王桂新等，2008)。户籍制度
屏障增加了农民工生活、子女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成本，其在城市的生
活成本远高于本地居民(任远、邬民乐，2006)，户籍制度加剧了收入分
配的不公平;另外，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社会分隔，影响了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没有本地户籍的农民工更加不信任其他人(汪汇等，2009)。
其次，外来移民还会受到城市居民文化上的排斥，因此他们可能在心理

上有意识地保持与城市居民的距离(李强，1995);由于中国语言文化
的多样性，各地方言甚至同一城市与郊区的语言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方

言也影响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社会距离(王春光，2001)。最后，进入
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存在就业替代的竞争关系(王桂

新、沈建法，2001)，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导致本地居民对农民工
存在偏见和歧视，影响了本地居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朱力，

2001)。制度、文化、语言、本地居民的偏见等原因又可能造成农民工
与本地居民缺乏交流(杜鹏等，2008)，这些原因导致农民工的社会网
络中本地居民提供的社会资本比例较低，社会资本的匮乏和质量低下

影响了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刘传江、周玲，2004)。另外，制
度隔离、文化差异、社会偏见等使得农民工产生边缘化感觉和意识，反
过来又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主流生活的步伐(王春光，2001)。
上述诸多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对我国城市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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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国是一个关系主
导的社会而非完全的契约型社会，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的交往决

策更容易受到所属社会网络(周围人、“关系”)的影响，现有研究缺乏对
这种机制的深入考察;社会距离是通过群体内部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亲疏

关系体现出来的，但以往研究却缺乏对个体异质性的系统研究。本文研
究拟通过建立二元 logit模型，控制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的客观变
量(年龄、婚姻状况、性别、教育、收入、生养孩子数)和主观变量(偏见)，
深入分析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对二者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大小。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描述

( 一) 假设与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的问题，结合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围绕以下两

个主题展开相关研究。
假设Ⅰ 社会资本有助于缩小社会距离。
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一个人

如果拥有较高质量的社会资本，那么其社会网络将更加广泛。如果本
地居民社会网络中包括农民工，那么本地居民通过与其交往会更加了

解农民工。两个群体彼此了解越深，越有助于缩小社会距离，本地居民
和农民工之间交友意愿也就越强烈。因此，我们以交友意愿为被解释
变量，以社会网络和其他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logit( friendi，j) = β0 + β1 social － neti，j + β2xi，j + εi，j

i = 1，2…，n
j = u，r (1)

xi，j 表示本地居民与外地居民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性别、
教育、收入、生养孩子数等。假设本地( j = u)居民 i是否选择与外来农
民工交友主要取决于其社会网络中是否包含农民工。如果包含农民
工，则本地居民可能通过与农民工更多接触了解他们，消除偏见，变得

更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朋友。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包含本地居民时，
如果与本地人口联系更加密切，那么这种交往可能改变农民工对自己

的身份认定，消除交友障碍。为了验证这个机制是否成立，我们加入了
社会网络与偏见的交互项以及社会网络与身份认定的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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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 friendi，j) = β0 + β1 social － neti，j + β2biasi，j + β3 social － neti，j ×
biasi，l + β4 social － neti，j × identityi，j + β5xi，j + εi，j

i = 1，2，……，n
j = u，r (2)

假设社会网络中有农民工或者农村亲戚( social － neti，j =1)能够使
本地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消除(bias = 1，没有偏见)，通过这种途径能够
增进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则模型(2)的 β3 应该是正的。更多地接触本
地人口使农民工更加了解上海城市生活习惯、文化等，能够使农民工更
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如果这一机制成立的话，拥有更加广泛和丰富的社
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转变自己的身份认同。农民工融入上海城市生活
后会感觉自己是城里人而不是乡下人或城乡边缘人，身份认同的转变也

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交友意愿，那么 β4 应该显著为正。
假设Ⅱ 同群效应容易扩大社会距离。
如果本地居民在进行交往决策时更容易受到周围同一群体内部成

员的影响，同群效应比较显著。假设同群效应的存在强化了个人的偏
见，本地居民将更不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为了验证这种机制是否
成立，我们引入偏见和同群效应的交互项，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logit( friendi，j) = β0 + β1 social － neti，j + β2biasi，j + β3biasi，j × peeri，j
+ β4 social － neti，j × biasi，l + β5xi，j + εi，j

i = 1，2，……，n
j = u，r (3)

假设同群效应的确强化了个人的偏见，导致本地人口更不愿意与

外来农民工交友，那么模型(3)的 β3 应该显著为负。

( 二) 变量描述

1. 社会距离。根据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我们选择本地居民是
否愿意与农民工交友来考量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本文考量
社会距离的变量是虚拟变量，当受访的本地人愿意时赋值 1，不愿意或
者无所谓时赋值为 0。① 抽样调查显示，上海市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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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交朋友的占 30. 18%，不愿意的占 69. 82%。
根据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选择农民工是否愿意与本地居民交

友考量其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研究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

效应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当受访的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时赋值
为 1，不愿意或者无所谓时赋值为 0。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愿意与
本地居民交朋友的占 65. 4%，不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占 34. 6%。外
来农民工更加愿意与上海本地居民交往，两个群体对社会距离的态度

是不同的，这与卢国显(2007)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表 1 控制变量描述 (% )

本地居民 外来民工

性别
男

女

47. 2

52. 8
性别

男

女

58. 11

41. 89

年龄

30 岁以下

30 到 45 岁

45 岁以上

23. 5

34. 3

42. 1

年龄

30 岁以下

30 到 45 岁

45 岁以上

66. 1

30. 5

3. 4

婚姻
未婚

已婚

13. 5

86. 5
婚姻

未婚

已婚

42. 1

57. 9

教育水平

低(初中及以下)

中(高中中专)

高(大专以上)

25. 6

44. 5

29. 9

教育水平

低(初中及以下)

中(高中中专)

高(大专以上)

52. 5

38. 1

9. 4

工作状态
固定工作

无固定工作

87. 7

12. 3
工作状态

固定工作

无固定工作

56. 9

43. 1

工作性质
低技能

高技能

18. 4

81. 6
工作性质

低技能

高技能

47. 8

52. 2

收入

低(人均月收入<750元)

中(人均月收入751 －3000元)

高(人均月收入>3000元)

21. 9

67. 3

10. 8

收入

低(人均月收入 <750元)

中(人均月收入751 －3000元)

高(人均月收入 >3000元)

17. 6

75. 1

7. 3

迁入上海的

第几代人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及以上

4. 3

18. 4

77. 2

来上海

时 间

一年及以下

一年到三年

三年及以上

18. 9

28. 7

52. 4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外来人口调查资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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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资本。现有实证研究大多将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度
量。社会网络是个人获取资源、信息的主要途径(Grootaert，1997)，在
家庭和社区层面更是显著影响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张爽等，2007)。
调查研究的社会网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家庭层面的社会网

络，一是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本文所获得的调查数据是基于家庭层
面的社会网络。本地人口的社会网络体现在问卷中的问题设计是“您
的家人或者亲友中有和外来农民工结婚的吗”。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则
需回答“在您结交的朋友中有没有上海本地人”。调查发现，31. 5%的
本地居民社会网络中有外来农村人，60. 5%的外来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中包含上海本地居民。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在明显的异
质性。

3. 同群效应。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同一群体中的成员个人做
选择时往往以群体内部大部分人的选择做参照(Festinger，1954)，因
此，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互相影响就会产生同群效应。现有研究往往
采用社区层面的数据研究同群效应，因为我们的调查数据不能完全把

本地居民归为不关注农民工的群体。如果周围的人不关注或者不愿意
提及农民工问题，则可能使问卷调查对象也对农民工比较漠然。调查
数据显示，16. 2%的上海本地居民周围的人关注农民工问题，83. 8%的
上海本地居民周围的人不关注农民工。

4. 偏见。本地居民和农民工对对方所持的看法可能非常片面，甚
至是错误的。因此，偏见或者歧视可能显著地影响群体间的交友意愿。
偏见可能通过同群效应在社会交往中被传播和扩散，也可能通过优化

社会资本使群体之间通过相互交往接触增进了解而消除偏见。在调查
问卷中通过设置“您认为现在社会犯罪增多与农民工有关系吗”来测
量本地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通过设置“您来上海后有没有受到上海
本地人的歧视”来测量农民工对本地居民的偏见。严格地说，通过这
个变量衡量偏见并不十分全面准确，但是也足以探测出社会交往中存

在的偏见。调查发现，80. 7%的本地居民认为社会犯罪增多与农民工
有关系，52. 2%的农民工感觉受到过上海本地居民的歧视。

5. 控制变量。除了以上我们关注的关键变量，我们根据现有相关研
究控制了影响社会距离的一些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收入、
工作状态、工作性质、来沪时间等。统计结果表明，农民工中青壮年占
96. 6%，受教育水平比较低、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比例高于本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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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以上考察，利用所建模型、变量及上海抽样调查资料，对上海
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分析如下。

( 一) 社会资本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机制

表 2 是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上海农
民工和本地居民的交友决策中的确发挥着显著作用。其他条件相同
时，社会网络中没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

概率仅仅相当于社会网络中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人愿意交友概率的

0. 7(即 e －0. 353 = 0. 7)。同理，其他条件相同时，社会网络中有本地居民
朋友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是社会网络中没有本地

居民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交友发生概率的 2. 4 倍。社会网络的确促进了
本地人口和农民工相互交友的意愿，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本的确缩小

了本地人口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
此外，通过实证回归发现年龄、工作性质在外来农民工的交友决策

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年龄对交友的影响呈 U 型曲线:一开始，农
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比数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当农民工到 29
岁左右时，他们的交友意愿的比数开始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低技能
的农民工交友意愿不如高技能的农民工强烈。由于农民工与本地人口
就业替代与竞争主要是在低技能工作领域(王桂新、沈建法，2001)，就
业竞争的原因可能使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交友意愿降低。
迁沪时间长短和收入高低在本地人交友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

作用。在上海定居时间长的本地居民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意愿要低于
刚刚迁沪的本地居民。本地居民在上海定居时间越长的愿意与外来农
民工交友的比例越低，与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也越大。收入在
本地居民交友决策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人均月收入越低的本地居民

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意愿越低。工作状态对本地居民交友意愿的影响
虽然不很显著，但是方向也是正向的。就业竞争关系使得没有固定工
作的本地居民交友意愿低于有固定工作的本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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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1) logit回归分析结果

农民工 本地人口

B SE B SE

年龄 － . 175 . 081 年龄 － . 043 . 062

性别 － . 002 . 163 性别 . 468 . 18

婚姻 － . 028 . 253 婚姻 － . 319 . 4

来沪时间 . 043 . 048 迁沪时间

time(1) － . 486* . 278

time(2) － . 641 . 316

time(3) － . 528 . 34

教育 － . 035 . 031 教育 . 021 . 04

工作状态 . 256 . 166 工作状态 － . 151 . 313

工作性质 － . 363 . 188 工作性质 . 133 . 203

收入 0 0 收入

收入(1) － . 992 . 347

收入(2) － . 731 . 272

孩子数 － . 014 . 149 孩子数 . 109 . 237

社会网络 － . 864 . 167 社会网络 － . 353* . 189

年龄平方 . 003 . 001 年龄平方 0 . 001

Constant 3. 515 1. 349 Constant . 964 1. 546

注:(1)、、*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2)教育水平在回归中分别按照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和中专 12 年、大专 15 年、

大学以上 16 年转换为连续变量。
(3)问卷中农民工来沪时间是一个连续变量，但是本地人口迁沪时间是用第几代来
计算的分类变量。
(4)收入在问卷中同样出现了(3)中的问题，对农民工是连续变量，对本地人口是分
段的分类变量。

表 3 是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加入偏见、身份认同
等项后，社会网络仍然在交友决策过程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并且通过比

较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影响强于对本地居民的影响。
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农民工和本地人口对彼此的偏

见，从而提高双方的交友意愿，缩小两个群体的社会距离，这一机制是

存在的。回归结果显示，没有偏见的外来农民工交友意愿更强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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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型(2) logit回归分析结果

农民工 本地居民

B SE B SE

年龄 － . 194 . 086 年龄 － . 009 . 011

性别 － . 061 . 167 性别 . 462 . 18

婚姻 . 016 . 26 婚姻 － . 177 . 345

教育 － . 055* . 033 教育 . 02 . 04

来沪时间 . 063 . 049 迁沪时间

time(1) － . 429 . 281

time(2) － . 609 . 318

time(3) － . 5 . 343

工作状态 . 316* . 17 工作状态 － . 088 . 311

工作性质 － . 372 . 192 工作性质 . 092 . 205

收入 0 0 收入

收入(1) － . 979 . 348

收入(2) － . 711 . 273

孩子数 . 033 . 153 孩子数 . 143 . 238

年龄平方 . 003 . 001 年龄平方 0 . 001

偏见 . 629 . 213 偏见 － . 68* . 367

社会网络 ×偏见 . 169 . 327 社会网络 ×偏见 . 853* . 461

身份认同 － 1. 1 . 336

社会网络 ×身份认同 1. 62 . 624

Constant 4. 96 1. 466 Constant . 803 1. 55

注:(1)、、*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2)对教育、来沪时间、收入的处理同表 1。

情况下，没有偏见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交友的概率是有偏见外来农民工

的 1. 875 倍(即 e. 629 = 1. 875)。有偏见的本地居民交友意愿比没有偏
见的本地居民交友意愿低，前者有交友意愿的概率仅仅相当于后者的

一半(即 e －0. 68 = 0. 5)。如本地居民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
中有外来农民工，那么社会资本可以抵消一部分偏见对本地居民交友

意愿的负影响。其他条件不变时，社会网络中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居
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概率是社会网络中没有外来农民工的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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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愿意交友概率的 1. 18 倍。外来农民工通过与上海本地居民更多
接触，认识并结交上海本地居民朋友，社会资本更加丰富;同时也增进

了农民工对本地居民的了解，从而消除了偏见。因此，模型(2)中社会
网络和偏见的交互项为正的，表示社会网络中包含上海本地居民朋友

的农民工没有偏见，会增加其与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其他情况不变，
社会资本的丰富能使农民工愿意与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提高为没有本

地居民朋友的农民工的 1. 18 倍(即 e0. 169 = 1. 18)。农民工的社会关系
渗透到城市当地居民中，农民工社会关系的市民化真正反映农民工市

民化的实质性特征(王桂新等，2008)。正是由于农民工和当地居民的
社会关系相互渗透，社会资本消除偏见进而缩小社会距离的机制才得

以成立。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外来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改变农民工的交友意愿

并进而影响社会距离，这一机制是存在的。回归结果表明，身份认同在
农民工交友决策过程中也发挥着显著作用:认为自己还不是城里人的

外来农民工交友意愿比较低，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外来农民工愿意与

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是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的外来农民工的 3 倍(即
e1. 1 = 3)。当农民工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且没有偏见时，拥有更丰富的
社会资本能减少身份认同对交友意愿的负面效应，使得农民工愿意与

本地居民交友的概率提高为原来的 1. 97 倍。
本地居民和农民工通过更紧密的联系将对方容纳到自己的社会网

络中来，从而丰富了各自的社会资本。双方联系更密切有助于了解对
方，一方面能够消除各自的偏见对交友意愿的负影响，另一方面能够改

变农民工因身份认同带来的“自卑感”而自我隔离不愿意与本地居民
交友的状况(郭星华、储卉娟，2004)。因此，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这两种
机制缩小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 二) 同群效应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机制

表 4 是根据模型(3)回归分析的结果。同群效应通过居民之间
的相互影响，使得本地居民倾向于选择大多数人的选择。当周围的
人不关注农民工时，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交友意愿也会降低。当周
围的人关注外来人时，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概率会提

高为不关注组的 7. 38 倍(即 e2 = 7. 38)。当本地居民对农民工存在
偏见时，周围的人如果也不关注农民工，同群效应会强化这种偏见，

14

论 文 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



从而弱化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反之，如果周围的人关注农民工，同
群效应会抵消偏见的消极影响，使本地居民交友意愿提高。统计结
果显示，当本地居民个人存在偏见时，如果其周围的人关注农民工，

那么同群效应能够使本地居民愿意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概率提高至

3. 56 倍(即 e1. 271 = 3. 56)。这种传导机制在统计时并不是显著的，但
是回归的符号与假设是一致的。

表 4 模型(3) logit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3) － 1 模型(3) － 2 模型(3) － 3

B SE B SE B SE

年龄 － . 012 . 011 － . 011 . 011 － . 011 . 011

年龄平方 0 0 0 0 0 0

婚姻 － . 267 . 356 － . 273 . 356 － . 257 . 357

教育 . 015 . 042 . 015 . 042 . 015 . 042

工作状态 － . 021 . 316 － . 017 . 316 . 003 . 316

工作性质 . 241 . 215 . 236 . 215 . 219 . 216

收入

收入(1) － . 91 . 356 － 1. 001 . 363 － . 981 . 363

收入(2) － . 71 . 28 － . 775 . 282 － . 752 . 282

迁沪时间

time(1) － . 328 . 295 － . 353 . 295 － . 328 . 297

time(2) － . 435 . 332 － . 478 . 334 － . 463 . 335

time(3) － . 319 . 356 － . 351 . 357 － . 342 . 358

同群效应 － 1. 40 . 231 － 2. 014 . 576 － 1. 925 . 583

偏见 － . 571 . 383 － . 583 . 583 － . 9 . 647

性别 . 42 . 186 . 401 . 187 . 397 . 187

孩子数 . 05 . 249 . 017 . 248 . 031 . 249

社会网络 － . 234 . 198 － . 714* . 444

偏见 ×同群效应 . 722 . 627 . 63 . 634

偏见 ×社会网络 . 685 . 479 . 595 . 493

Constant 1. 844* . 974 2. 166 1. 052 2. 376 1. 073

注:(1)、、*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2)对教育、来沪时间、收入的处理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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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观察表 2、表 3、表 4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教育对农民
工和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对农民工来说，受教
育水平越低交友意愿也越低，相反受教育水平越高交友意愿也越高。
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比较容易，

心理认同感也比较接近(王桂新等，2008)。但是，对本地居民来说，受
教育水平越高与外来农民工交友的意愿会越低。这是否由于受教育水
平高的本地居民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优越感”造成了与农民工交
友的障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主要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2006 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和本地
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建立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因素

模型，从群体同质性(同群效应)和个体异质性(社会资本)角度，分析

了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对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资本显著影响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
的社会距离。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影响两大群体的偏见和改变农民工
个人的身份认同影响社会距离。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
有利于消除群体之间的偏见并改变农民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缩小本

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距离，促进本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第

二，同群效应具有社会乘数作用，它通过强化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群

体价值判断的趋同性而影响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因为个人拥有的信
息不完备时往往会参照与其关系密切的周围人的选择，所以同群效应

在个人的交友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显然，同群效应和社会资本
对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有明显差异。社会
资本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单向影响，社会资本越广泛丰富，越

有利于缩小本地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而同群效应对社

会距离的影响则表现为双向影响，个人受同群效应作用对社会距离的

影响方向，取决于周围人———所属“同群”的价值取向。统计结果表
明，当其他情况不变时，如果本地居民周围有更多的人对外来农民工持

有偏见，则容易使之疏远农民工而扩大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如果

有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并乐于和农民工交朋友，会使其与农民工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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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显著增加。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迁移的进程逐步加

快，目前全国城市地区已聚集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
制约和影响，他们虽然“常住”城市工作、生活，但却不能取得城市居民
的户籍，同等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福利，与城市居民仍形成存在明

显“社会距离”。根据城市化发展理论，在未来 20 － 30 年我国城市化
仍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将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居城市。总结国内
外人口城市化经验，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对我国现行户

籍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但考虑到我国社会体制的复杂性，现行户籍
制度的根本性改革决非朝夕之功。因此在未来几年内，现行户籍制度
还将继续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制约着农村人口及农民工

向市民转变的完全城市化过程。本研究显示，在现行户籍制度制约下，
通过改变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两大群体的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等因

素，也可以缩小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由此可得一个启示:在现行户籍
制度制约下，政府应该积极实施改变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等因素的政

策，以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应在城市制定鼓
励政策，开展多种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

间的多元化交流，增加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资本。特别要客
观评价农民工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正确认识农民工是城

市人口及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引导和培养城市居民正确评价

和认识农民工城市身份的“共识”，强化同群效应缩小城市农民工与本
地居民社会距离的正向作用。通过增加社会资本和强化同群效应的正
向作用，缩小城市农民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促进城市农民工

的社会融合，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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